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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技术对推动中国传媒业的变革具有基础性作用。自互联网诞生以来，传媒业不仅要面对全新

的媒介形态挑战，也要应对技术赋权下传播主体人群的结构变化。本文通过分析2G到5G时代中国传媒业的变革

历程，发现技术驱动下传媒业最大的变革是思想观念的变化，从以“传者为中心”、坚持内容生产变革转向以

“用户为中心”、坚持融合性平台创新，并且意识到只有打造完整的信息生产系统，才能时刻凝聚网络主体人

群。在5G时代，传媒业应坚持平台化发展战略，在智能化与场景化的技术特征下，持续深化媒介融合，以资源

整合促进技术应用、信息内容、终端平台和管理手段的共融互通，形成各具特色的生态性传媒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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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理论·

每一次移动通信技术的迭代升级都被认为是一场划时代的跨越，带来传播领域的巨

大变化。从简单的短信文本到图文并存，从视频直播到场景体验，媒介形态造就了传媒

业的全新业态，技术革新的时代意义与传媒业发展的时代意义紧密结合起来。

1994年中国全面接入互联网以来，中国传媒业从大众传播时代逐步进入移动传播时

代，媒体类型也从单一的介质划分（报纸、广播、电视等）变为多元类型（专业媒体、

机构媒体、自媒体和平台媒体）划分。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政府作为制度的供给者也在

不断适应传播格局的变化，重新划定边界，保障传媒业的错位发展与有序竞合。这一次

又一次的跨越中，每个阶段的技术区分特征为何，传媒业如何认识技术挑战进行自我革

新，改革效果如何推动下一场变革，背后是否蕴含着独特的规律，这些都是本文所要解

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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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技术何以成为影响传媒业的基础性力量

传媒业的发展，最典型地表现在媒介形态的不断变迁上，而媒介形态背后的核心支

持就是技术。因此，媒介技术、媒介形态也成为一种对新闻活动史进行划分的标准（杨

保军，2019）。传播技术演进的过程，也是媒介格局不断调整的过程。技术何以改变传

媒业？从既有研究来看，大致有几种共同的认识：

其一，技术生态性地改变媒介形态，形成一种多重媒介环境。麦克卢汉认为，每

一种新技术都产生一种环境，“环境不仅是容器，而且是使内容完全改变的过程。新媒

介是新环境”（麦克卢汉，2016：66）。在尼尔·波兹曼所倡导的“媒介作为环境的研

究”（Media ecology is the study of media as environments）中，媒介既作为感

知环境，同时也是符号环境。媒介形态的生态性变化所体现的是文化、科技与人类传播

之间的互动共生关系，以及媒介形式的相互关系、媒介形式与社会力量的关系以及这些

关系在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表现（林文刚，2007：序）。在这种认识中，传播媒介

不是中性的信息渠道（即单纯的工具），媒介技术独特的物质特征和符号特征使其具有

特定的偏向，并促成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结果。

其二，技术以“赋权”的形式，打破传媒业的信息垄断地位，改变传播格局。从

社会科学领域来看，赋权（empowerment）理论有三种天然的取向：首先，对象主要

是社会中那些“无权”（powerlessness）的群体；其次，赋权作为一种互动的社会

过程，离不开信息的沟通与人际交流；再次，赋权理论天然地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丁

未，2009）。从这三个层次来看，传播与赋权有密切的关系。将传播作为社会基本活动

和机制的约翰·杜威，就对媒介技术持有乐观主义的态度，认为现代技术（尤其是作

为一种技术和物质进步手段之标志的传播）具有“建设”作用，不仅能实现“信息的

传递和交流”，也能承担社会改良的使命，使它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殷晓蓉，

2009）。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技术赋权成为新闻传播学讨论的热门话题，根本在于互联

网改变了传媒业因机械复制技术形成的信息垄断格局，“大众自我传播”（mass self-

communication）（Castells，2007）极大地推动了更多植根于本地的、更加个人化的

交流与传播的实现（延森，2019：87）。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媒业不再是垄断性的组织，而是退回到中介的位置，因为

新技术通过信息生产的去工业化和新闻消费的去仪式化（Broersma & Peters，2013：

1-12）颠覆了新闻业在信息领域的垄断地位，并且改变了传统新闻业的实践规范进而

影响其社会角色和功能（陈红梅，2018）。传统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去中心

化—再中心化”革命，让传媒业不得不从传播主体即人的活动角度来认识传播形态（隋

岩、曹飞，2012），过去的“先组织再传播”已经变为“经由传播而组织”（谢静，

2011）。在如此变化下，传媒业的新闻生产流程也必然发生改变。“专业化”转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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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李良荣，2018：131），目击新闻、网络爆料和社会动员，普通草根的声

音更多被传统媒体报道所吸纳（张志安，2016），算法、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从用户平

台、新闻生产系统、新闻分发平台等关键维度上（彭兰，2017）塑造了全新的新闻文化

和把关标准（张志安，2018），新闻价值判断、内容分发变成一种自动决策过程（方师

师，2016）。

其三，技术导致的传媒格局变化为传播制度变迁提供创新动力，以规范传媒业的

有序竞合。正如上文所说，非专业化的生产力量对既有传媒业发起挑战。互联网公司凭

借技术优势和资本优势，在传媒业站稳脚跟。互联网公司之所以具有如此能量，关键在

于传媒业的政策松绑。2003年12月31日，国务院通过文化体制改革，明确新闻媒体可

以在确保国家绝对控股的前提下，允许吸收社会资本，打破了传媒业资本纯度100%国

有的桎梏。在混合所有制下，具有代表性的互联网资本公司以技术为媒，在求取资本

平稳增值的过程中，将新闻传媒当作新的业务增长点，以资金和技术的形式，介入多

种类型所有制形式的新闻传媒类企业，客观上改变了中国新闻传媒业的生态结构（郭

雅静，2017），形成专业媒体（professional media）、机构媒体（institutional 

media）、自媒体（we media）和平台媒体（platform media）四种类型媒体并存的现

状（张志安，2018）。

不过互联网公司虽然借助制度便利得以进驻传媒业，以效率榜样的身份扮演着“局

外”的制度供给者角色（曾培伦，2011），但依然要遵循国家基于权力分割和剩余控制

权配置的传媒制度安排（刘艳娥，2014）。对于呈现滞后性、诱致性、政府主导性（柳

旭波，2006）的传媒制度变革来说，技术对传媒业的影响既是一种压力，同时也是变革

动力。

综上所述，技术对于传媒业的影响是基础性、全方位的。对于传媒业来说，技术因

素的不同维度阐释，就是不同的变革路径。因此，本文想要厘清的问题就是，技术驱动

下中国传媒业何以发展至此？不同时期传媒业分别在何种维度回应技术变化，这种回应

如何影响传媒业的走向？抽丝剥茧之后，我们的视线再回到当下的行业发展，审视5G时

代传媒业发展的走向和亟需突破的关键问题。

二、2G时代：互联网的崛起（1994—2007）

2G时代可以追溯到1994年，一条64K的国际专线使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迎来了

自己的互联网时代。此时技术的革命性意义在于数字调制取代了模拟调制，使互联网突

破了多种传播元素（文字、图片、图像、声音、视频）和不同传播介质（报纸、广播、

电视台）的壁垒，首次实现多媒体传播。然而，受制于网络带宽和上网成本的制约，互

联网的核心适用人群依然是高学历、高收入的知识精英，这一人群同时也是支撑传媒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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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权的关键受众。

因此，2G时代，互联网被理解为一种全新的信息渠道，对传媒业是一种信息增量。

在此基础上，传媒业的变革更多地还是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直到手机这一全新媒介的

出现，埋下了技术赋权的种子，也让每一个公民看到新媒介能够通过组织动员的方式进

行权利抗争。

（一）理解新媒体：作为渠道的互联网

20世纪9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兴起了创办门户网站的热潮，时任联合国秘

书长科菲·安南（Kofi Atta Annan）把它称作除报纸、广播、电视外的“第四媒体”。

这时，中国传媒业将互联网这一媒介形态看作信息增量，借助互联网能够实现海量信息

传输、交互和超时空传播，传媒业的发展也因互联网而产生无限可能性。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有了自己的BBS网站（1994年）、第一份中文电子杂

志《神州学人》（1995年），并形成了以人民网（1997）、新华网（1997）、央视网

（1996）为代表的国家级网媒，以千龙网（北京，2000）、东方网（上海，2000）、浙

江在线（浙江，1999）、大洋网（广东，1995）为代表的地方网媒。

更石破天惊的是，民营媒体也在此时破土而出。1990年代后期，一批民营资本创

办了门户网站，最具影响力的是四大门户：新浪（1998年）、网易（1997年）、搜狐

（1998年）、腾讯（1998年），搜索引擎百度（2000年）也在此时创办。虽然网络媒体

已经形成规模，但传统媒体网站与民营媒体网站风格迥异。前者是新闻内容生产者，后

者是新闻刊载者[1]
。

按照中国法规，大众传播领域（报纸、广播、电视）均系国有资本
[2]

，到1996年为

止，传媒业的资本100%为国有。随后，传媒业开始实行编营分离
[3]

，将内容生产和经营

活动分开。2003年，在中央和国务院文件支持下，民营资本能够在媒体经营中参股
[4]

，

但不得参与管理。

2001年底，中国移动关闭了模拟移动电话网，移动通信迎来数字时代。2G时代的手机

可以利用短信和彩信形式进行文本化的人际沟通，传统媒体照搬经验，与移动运营商合作

试行手机报。2005年底到2008年2月，手机报用户实现了从100万到逼近3000万的增长。

（二）技术赋权的萌芽：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互相借力

BBS（电子公告板）几乎与中国全功能介入互联网同时产生。虽然BBS上的信息生产

者依然是知识精英，对于传统媒体来说，也成为一扇了解社会动向的窗口。当时，都市

报作为传媒业的佼佼者，秉持“急市民之急、想市民所想”的新闻报道原则，对来自社

会的新闻线索高度重视。BBS乃至后来网络论坛的出现，给新闻从业者提供了广阔的信

息来源。

2003年的“孙志刚案”在传媒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网络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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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主导议程设置。事实上如果没有《南方都市报》记者的深度调查和都市报长期积累

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孙志刚案”很可能会淹没在西祠胡同论坛的角

落里。同样被奉为媒介事件典型的“厦门PX事件”，其进入公众视野也是由于2007年3

月《中国经营报》的一则两会报道，称105位政协委员联名签署了“关于厦门海沧PX项

目迁址建议的议案”，之后《财经》杂志、《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中国新闻周

刊》等媒体迅速跟进，从“地方共同体”“环保主义者”“公民”三方面构建集体认同

感，发挥组织、动员作用，使得此次运动超出运动具体目标的意义（孙玮，2007）。之

后才有短信、网络论坛、博客等新媒体的介入。

可以说，网络论坛、电子邮件、手机短信、QQ群等能成为强大的组织力量，从源头

上是来自于对传统媒体的深度报道，将事关公民利益的新闻事件呈现在公众面前。一旦

话题引爆之后，兼具即时性和互动性的新媒介形态，让公众第一次感受到一个没有特权

的虚拟世界中，“大众自我传播”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大众传播”，自我导向的信息扩

散增加了个体的自主性，并使个体拥有对抗权力机构的能力与机会。

（三）制度边界：传统媒体的支配地位与自我革新

与此同时，清晰分明的边界线也让传统媒体屹立不倒。网络媒体虽然兴起，但在国

家规范文件中被划定为非新闻单位，不具备原创新闻采编权。符合资质的非新闻单位
[5]

报批后才能刊载新闻单位发布的新闻。若新闻单位与非新闻单位合作设立互联网新闻信

息服务单位，新闻单位必须拥有51%及以上股权方可拥有新闻采编权。不过当时限制的

类目主要为“时政类通讯信息”，这为民营媒体提供了生存机会。腾讯、阿里巴巴等互

联网公司也通过与地方媒体合作的方式，大力发展直属的地方综合门户型网络媒体（如

腾讯大申网、腾讯大成网等），开启了自己向传媒产业迈进的步伐。

在民营媒体开始接触传媒产业之时，以传统媒体为代表的传媒集团也继续进行结构

调整和转型，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传媒改革向纵深目标推进，从原先的单一结

构转向多元结构。具体表现为：第一，适度的市场集中，在全国范围内打造十来家跨媒

体、跨行业、跨区域经营的媒体集团作为中国传媒业的支柱，从而形成一个竞争有序的

市场；第二，从粗放型发展转化为集约化发展，从外延性增长转向内涵型增长，利用集

团化平台对内部资源有效整合；第三，从小而全媒体走向专业化媒体，从同质化竞争走

向差异化竞争；第四，实行分层分类管理（李良荣，2006）。

可以说，2G时代是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携手并进的年代：网络媒体异军突起，传统

媒体高歌猛进。虽然民营媒体和各类新媒体在媒介生态系统中扎下了根，但是以报纸为

代表的传统媒体仍然是传播格局中的强势一方。尽管如此，新媒体也凭借着技术优势让

公众尝到了赋权的甜头。尤其是手机凭借短信和彩信两种形式，已然能够发挥良好的人

际传播和群体传播功能，甚至社会动员，被新闻界称为“第五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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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3G时代：此消彼长与边界消融（2008—2012）

3G时代，网络传播速率迅速加快，从2G时代的64Kbit/s一跃升级到2Mbit/s。大幅

提升的数据传输速度，让互联网可以同时处理图像、音乐、视频等多种形式，互联网也

从文本时代进入图文时代。网络传播速率的大幅度提升必然带来上网成本的下降。2009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发放3G牌照的同时，移动运营商

开始大幅降低无线网络流量资费来争夺手机用户，在此刺激下手机网民数量出现大规模

爆发增长。两年后，3G网络已经覆盖全国所有县城和大部分乡镇。

与此同时，在Web2.0技术的加持下，用户生产内容（UGC）被越来越多的网民所青

睐，信息的即时和交互传播让激发了普通网民的表达欲望。2007年，第一家提供微博服

务的网站“饭否”正式上线，基于对美国社交媒体推特网（Twitter）的模仿，用户可

以通过网页、手机WAP、短信和彩信等多种方式上传信息或图片。140字的篇幅和简单拍

摄的图片降低了信息生产者的门槛，网络主体人群开始出现变化。

2009年，新浪微博抢占微博市场，凭借门户网站时代积累的用户和技术优势，新

浪微博在3G时代一枝独秀。凭借低准入门槛、发布及时、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的特

性，新浪微博成为新闻突发事件的第一信源，互相关注、私信、转发、@等媒介行为方

式让新媒体可以不用依靠传统媒体就能发挥组织的力量，而传统媒体却并未从2G阶段正

视网络所具备的组织能量，仅仅在内容生产生进行“全媒体”改革，导致在议程设置上

失去主动性。更遗憾的是，这种以传者为中心的内容改革与普通网民的利益表达错位，

致使传统媒体在3G阶段失去了议程设置的主动权。

（一） 改革错位：“草根媒体”出现与传媒业“全媒体”应对

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媒介形态，并促成了网上、网下界限

的消弭，网民在移动互联网中建立了一种“永远在线”的方式，网络也由此成为获取新

闻信息的主要方式。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数量突破5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

到3.56亿，占整体网民比例的69.3%，网民规模增长进入平台期（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

心，2012）。价格低廉且性能稳定的智能手机开始在中国普及，一般工薪阶层和进城务

工人员都能消费得起。

手机的普及使“低年龄（25岁以下）、低收入（月收入3000元以下）、低教育水

平（初中及以下）”的“三低人群”大量涌入网络——达到50%左右，构成了网民中的

最大群体。他们占据各类社交平台，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发声，属于中国公民的“草根媒

体”得以诞生。

在这个过程中，传媒业也在改变，他们重新理解了互联网这一媒介形态。它不再是

一个简单的数字化渠道，而是代表着原本以介质为中心的市场划分被媒介融合的大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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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所取代（郭平等，2007），强调文字、图片、视频内容的整合。因此，传媒业开始

仿照美国坦帕新闻中心（Tampa’s News Center）的操作模式，通过施行“全媒体”战

略将报纸产业转型为内容产业，集全媒体之力实现新闻报道的“一次生产、多次发布”

（郜书锴，2010）。在“全媒体”战略中，有两种模式备受推崇：其一是山东烟台日报

模式，设立全媒体新闻中心整合各种媒介形态媒体人员应对突发和重大事件的新闻报道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课题组、刘光牛，2010）；其二是宁波日报模式，以数字技术平台

为核心，强调“聚合和互动”的新闻编辑，重要新闻发布时配上新闻评论、论坛互动素

材、相关图片视频，形成跟进式、互动化的全新新闻产品（田勇，2009）。同时，信息

可视化（infographic，数据新闻的源头），也在这个全媒体时代应运而生。

（二）议程设置权转移：传媒业话语权削弱

传媒业以内容形态变革应对网络主体人群的变化，从效果上来说是错位的。因为在

2G时代，手机等新媒体已经发挥了社会动员力量，这种力量远比图片、视频形式等内容

更重要。

“三低人群”处于中国社会的底层，是社会边缘人群，互联网成为普通公民抵制信

息垄断和发出声音的唯一出口（胡泳，2008：334）。“草根媒体”的出现使网民得以

通过微博发布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信息，并借助转发、评论等技术手段实现社群化传

播，将个人议程转化为社群议程、公共议程，常常以群体性事件的方式倒逼政府重视其

利益诉求。

根据笔者对2010至2011年间195个案例的量化分析（李良荣等，2013），“三低人

群”所关注的议题集中指向“政府/官员”，并成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关键因子，

其中又以官员腐败为主，体现网民对政府执政不当和官员行为失范的集中关注；涉及利

益诉求的事件更容易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房地产调控和动拆迁相关事件成为

“主力军”；“因言反腐”和“看图识贪”也成为流行现象。“我爸是李刚”“天价烟

局长”和“表哥”杨达才等都是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广泛关注的舆情事件。

与“草根媒体”相比，传媒业虽然在理论上也具有“政治沟通”的作用，是公共性

的代表，具有舆论监督职能。但在现实中，囿于一级政府一级媒体的管理体制，“职责

同构”的现实限制了传媒业的政治沟通能力。传媒业与网民群体的区隔造成“网络舆论

场”与“主流舆论场”的分离。此时，传媒业的广告增长率从高位跌落，年轻读者开始

流失，发行市场出现萎缩，这些都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媒体的强势地位。

（三）进驻平台、转变文风：传媒业的“群众路线”

2012年，“微博女王”姚晨的粉丝量（1955万）是《人民日报》发行量（280多

万）的七倍多，这个数字足以彰显3G时代，传播格局完成了“去中心化”到“再中心

化”的蜕变。与此同时，相关制度的缺失也给了社交媒体蓬勃生长的空间。自2005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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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国家并未出台明确的文件对于社交媒体的信息发布进行规范，140字的言论在不触

及法律底线的情况下，也不属于“时政类通讯信息”的范畴。因此微博信息的发布、转

发都拥有较大的空间，使得网民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诸多行动打破了过去传媒业垄断的单

一话语，重塑了一个新的依托于网络的“公共舆论中心”（李良荣、郑雯，2012）。

为了挽回“三低人群”这一网络主体人群，传媒业进行了两方面的改革：其一，进

驻微博平台，抢占第一信源的优势。2011—2012年，传统媒体形成了注册社交媒体账号

的高峰。截至2013年7月1日，新浪微博媒体机构账号已有2万个左右，粉丝数达到2.21

亿人；腾讯微博媒体账号总数增长到2.6万个，这些媒体账号覆盖了全国所有的省级行

政区域（喻国明，2013）；其二，新闻业展现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

以争取基层群众。截至2011年底，重要主要新闻媒体建立基层联系点1000多个，编辑记

者赴基层采访人数超过3000人次（中宣部新闻局资料中心，2012）。

即使如此，传媒业也无法扭转颓势，因为社交媒体带来的“去中心化”是不可逆的

过程，“社交媒体”的“再中心化”已经形成，成为传媒业不可忽视的话语力量。

四、4G时代：“媒介融合”下的结构性嬗变（2013—2018）

作为3G技术和WLAN的结合体，4G技术可以保证100Mbps以上的下载速度和20Mbps的

上传速度，几乎能够满足所有用户对于无线服务的要求。在高流量手机的加持下，高质

量图像、音频、视频一跃而起成为网络传播的主要形态，用户能够接触到的内容从二维

的图片文字变为以视频为代表的三维“场景”。

与技术进步相伴随的是政府对于网络传播行为的日渐规范。在微博主导下，虽然能

倾听“三低人群”的利益表达，但是也充斥着情绪化的极端表达、虚假信息传播和违反

公序良俗的不良信息。2013年，“薛蛮子”“秦火火”“立二拆四”等网络意见领袖因

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移送司法处理；同年12月4日，工信部正式向三大运营商发布4G

牌照；2014年，中央多个部门开展“净网行动”，从内容治理入手净化网络空间。

和3G时代不同，4G时代的传媒业态变化与国家的制度供给紧密相关。其一，以“强

关系”连接的微信取代“弱关系”连接的微博，成为中国人的“在世存有”（孙玮，

2015）；其二，视频取代图片成为主流的内容形式，视频制作的技术门槛使网络主体人

群再次发生结构性变化，高学历、高收入的中间阶层取代“三低人群”，成为信息生产

的主力军；其三，3G时代由于传统媒体无法凝结网络主体人群，网络群体性事件层出不

穷，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作为制度的供给者，政府一方面加强对网络内容的治理和监

管，另外在国家层面提出“媒体融合”战略，引导传媒业主动与新媒体进行融合发展，

以打造新型主流媒体为目标，通过解放思想、组织变革、内容创新等方式重塑平台，将

其塑造为“再中心化”的关键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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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台再造：优质内容+精准分发

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深改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在顶层设计中，国家强调传统媒体

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是要推动二者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

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习近平，

2014），即把党媒原先的品牌优势、人才优势移植到新媒体上。这一提法的根本性变化

就是要将传媒业打造为新传播格局中的关键节点，通过平台化发展增强其社会沟通能

力。为此，传媒业主要进行了三方面的改革：

第一，“两微一端”成为传媒业打造平台的主流方向，利用多层次的传播矩阵和多

样化的表达方式吸引网民。微博、微信讲究“小而美”，强调个性和特色；新闻客户端

注重“大而全”，强调信息入口和新闻权威；第二，探索项目制、栏目化的管理方式，

深耕垂直生产。例如澎湃新闻将时事、财经、思想、生活四个新闻版块细分为“中国政

库”“打虎记”“一号专案”“绿政公署”“有戏”等49个子栏目；人民日报“中央厨

房”鼓励编辑记者跨部门、跨媒体、跨地域、跨体制合作，打造“麻辣财经”“学习大

国”“新地平线”“半亩方塘”等品牌工作室；第三，“中央厨房”作为媒体深度融合

的标配和龙头工程（刘奇葆，2017），进一步整合传媒业内部的人力、信息、渠道、资

源。其中，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为代表的中央权威媒体通过内容、技术、渠道的共享将

传媒业打造为一个协作体，打造了聚合型“中央厨房”（陈国权，2018）和“现场云”

在线生产系统。

就在传媒业改变传统范式重视内容创新之时，又一个技术挑战降临。在算法这一

智能技术的支撑下，没有采编人员、专注于信息推荐的平台型媒体出现了。以今日头条

为代表的平台型媒体，将网民的社交媒体行为作为基础，利用“相关性匹配”“协同过

滤”“热度特征”“环境特征”激活个人隐藏的信息偏好，为每个用户推荐定制化内

容。这种“千人千报”的信息获取效果迅速俘获了网民，并超越传媒业悉心打造的媒体

平台，成为网民获取新闻资讯的重要入口。截至2016年10月底，今日头条用户数超过6

亿，单用户日均使用时长超过76分钟，日均启动次数约9次。

面对今日头条积累的庞大用户群，传媒业也改变态度，从控告其侵犯版权到主动握

手言和，建立内容授权使用机制，主动入驻。同时，今日头条也转变策略，既与传统媒

体进行“优质内容”合作，同时推出“青云计划”鼓励UGC创作者，让人、商业或非商

业利益组织以及专业新闻机构共同组成信息节点在平台间自由流通、平等互动、相互聚

合，完成信息的生产、分享与价值创造（喻国明等，2015）。

（二）“移动优先”：视频主导新闻内容

“媒体融合”提出的3年之后，2017年，中宣部明确推进“移动优先”战略，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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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动新闻产品。这里的创新在于要求传媒业能够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下，能够

直达当代社会变动的第一现场，并在第一时间介入社会变动的沟通与呈现（朱春阳，

2019）。视频成为“移动优先”战略下的主打内容，电视变为继报业之后又一被挤压的

媒体。

2015年起，网络视频市场规模逐渐扩大，爱奇艺、优酷土豆、腾讯视频确立了

行业三强领跑的基本局面，同时各自凭借资本优势向上游内容制作产业链延伸。2016

年，网络直播和短视频应运而生，凭借网络传播即时（real time）、移动（shifted 

time）、多媒体（multimedia）和互动（interactive）的四大特点备受人们青睐。

对于传媒业来说，网络直播和短视频的意义截然不同。虽然直播培育了“网红”

这一全新的关键意见领袖（KOL），在互联网公司和风投资金的追捧下形成粉丝文化，

但娱乐性质更浓；短视频强调碎片化场景下的高效信息更符合传媒业的要求，“可移动

的使用场景”和10秒、15秒、30秒的超短时间十分契合“移动优先”所强调的“第一现

场”“第一时间”。

2016—2018年，传媒业纷纷试水短视频，具体方式包括：第一，开辟短视频新品

牌，如新京报2016年9月上线“我们视频”客户端、澎湃新闻2017年1月上线“澎湃视

频”频道；第二，广电集团增加短视频内容，如央视新闻、看看新闻Knews等；第三，

与体制外的传媒公司联手，建立全新的视频生产机构，如2016年南方周末联手灿星文化

以及南方周末电视团队联合投资成立广东南瓜视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专攻视频生产；

第四，以技术合作、战略投资、入驻平台（如抖音等）等方式强化新闻短视频的质量、

传播力和影响力。

（三）中间阶层崛起带来传播格局的三足鼎立

根据CNNIC（2017）发布的《2016年中国互联网新闻市场研究报告》显示，“意见

表达派”和“多屏低调派”是互联网新闻的高频度用户，在这两类群体中，大学本科及

以上学历分别达到56.6%和54.1%。这样一批能灵活运用新型技术、丰富新闻表现形式的

中间阶层成为网络信息生产的主力军。和“三低人群”相比，他们更关注新闻事实和深

度，也具备更强的舆论影响力。中间阶层的崛起为传播格局的三足鼎立（李良荣、郭雅

静，2019）格局奠定了基础。

其一，中间阶层重视民营媒体。4G时代，具有传播影响力的民营媒体有两类，第一

类是以BAT为首的互联网机构在国家媒体融合的政策扶持下，大举向网络媒体进军。他

们起步于2G向3G发展的时代，将新闻资讯版块纳入经营系统，积极推进内容建设。具有

较大影响力的包括新浪、腾讯、网易、搜狐、百度、和讯财经、天天在线等互联网新闻

信息服务单位；第二类则是以今日头条为代表的平台媒体和由资深媒体人转场创办的专

业化垂直媒体，如梨视频、虎嗅网、钛媒体、好奇心日报等。这类媒体的优势是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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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精准，深耕商业新闻和科技新闻。

其二，中间阶层熟练运用自媒体。自媒体虽然是以个人名义创办的媒体平台，但背

后拥有一支稳定的内容产团队，在运行机制上与传媒业无异。崛起的自媒体人有一部分

是从微博、微信平台转场而来的大V、中V，另一部分则是商业资本扶持的新秀。自媒体

的机构化运营是流量时代“关系变现”的结果，娱乐化、商业化、精确化、小众化的基

本特征对应的是与权力、资本、技术、社会之间的嵌套与勾连（潘一凡，2017），不仅

内容生产迎合中间阶层的切身利益和生活品味，同时借助微信朋友圈这一半封闭的熟人

网络，实现了高效的圈层传播。2018年，自媒体“兽楼处”发表的《疫苗之王》是国内

首例由自媒体发酵的公共事务报道，揭开疫苗行业黑幕，引爆网络舆论，成为当年最受

瞩目的公共事件。

在中间阶层崛起的过程中，对于传媒业来说，资本的力量也在凸显。中间阶层作

为具有强劲消费能力的群体，争取他们不仅意味着主导话语权，更意味着蔚为可观的市

场利润。因此，商业资本通过扶持民营媒体、自媒体，推销乃至炒作热点。随着资本效

应的放大，传媒业内部开始分化。中央权威媒体（“人民系”“新华系”“央视系”）

和部分省部级主流媒体（上报集团“澎湃新闻”等）为代表的头部媒体，在政策利好和

前期积累资本的双重加持下，对内实现技术突破、内容建设、管理创新的全面升级，对

外广结人缘，通过投资入股、合资共建的方式，与民营媒体结盟开始导流自媒体，开辟

“人民号”“澎湃号”等。但与此同时，也有一批综合实力较弱的副省级媒体和地市级

媒体在媒体融合的过程中，在硬件设备上投入大量财力，缺乏内容创新，无法实现自我

造血，落于人后。

五、5G时代：下一个垄断时代的来临（2019—）

5G技术的优势在于连续广域覆盖、热点区域高容量、低功耗大连接和低时延高可

靠，这种能力将进一步激发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VR/AR等新兴技术的场景应

用，智能化和场景化将成为传媒业内容生产的核心理念。自2015年起，工业化和信息化

部就开始了对5G实验技术的研发，2019年6月6日，工信部正式向三大运营商和中国广电

发放5G商用牌照，标志着进入5G商用元年。

在此基础上，传媒业的竞争必然是高端技术与优质内容进一步融合的竞争。自动化

新闻和公民新闻两相交汇，对于职业新闻人的挑战是巨大的，尤其是应对虚假新闻的制

作与传播。人工智能、短视频、网络直播、大数据新闻和VR/AR新闻都可能为假新闻搜

集素材，摆拍、人造现场等防不胜防，事实核查的难度也会加大，甚至难以核对。

但是，单凭政府部门的监管和网络用户的举报是难以实现网络空间清朗有序的。作

为技术的推广者，每一个媒介平台都肩负着内容治理的责任和义务。以头部媒体、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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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为代表的平台，将在过去媒介融合的基础上，势必会利用技术或资金优势，寻找合

适的业界伙伴，改良组织生态，实现向生态性平台的进一步跨越。在此过程中，传媒业

全新的垄断格局可能也会在5G阶段真正形成。

（一）智能化与场景化：支配内容生产的两大逻辑

智能化发展以智能技术为依托，以信息传输和新闻报道为目的，以自动化生产、自

主化学习为手段（李曼玲，2017）。5G技术的研发与试验，对于传媒业来说最大的改变

就是在万物皆媒时代，体验人机共生的新闻生态变化。自2015年起，智能写稿机器人开

始进入新闻生产领域，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英国《卫报》、路透社等利

用数据智能系统筛选文章、核实新闻、处理突发新闻、帮助编辑审稿。国内，腾讯财经

频道于2015年率先推出自动化新闻写作机器人DreamWriter，其后第一财经的“DT写稿

王”、南方都市报的“小南”、新华社“快笔小新”、财新网“财小智”、浙江24小时

“小冰”等智能写作开始运用于财经、体育、民生、时政、娱乐等新闻消息写作上（耿

磊，2018）。

写稿机器人对于传媒业来说，最大的贡献在于节省人力成本，通过新闻生产的数

据业务化提升效率。目前业界普遍认可，人工智能对于传媒业来说并非如临大敌，相反

传媒业正在突破AI技术赋能自动写稿的局限，以闭环式的数据流动激发新闻生产的创造

性。例如，2017年，新华社与阿里巴巴合资成立的媒体人工智能公司新华智云发布了中

国第一个媒体人工智能平台——“媒体大脑”1.0，之后又升级了以MAGIC短视频智能生

产平台[6]
为核心的2.0版“媒体大脑”，其工作原理的核心是利用数据和算法打造一个

“业务数据化——数据业务化”的闭环反馈过程，既让线下的数据走向线上，又让数据

回到业务的使用场景中，不断自我进化（傅丕毅、陈毅华，2018）。

场景化则是5G时代传媒业的另一个内容变革。以大数据和泛在网络为基础，人会

变成媒介的延伸，不再有“媒介内”与“媒介外”，实际是虚拟和现实的合体，人们进

入一个新的媒介时代——“沉浸时代”（the age of immersion）（李沁，2017）。在

场景化的逻辑里，更强调的是技术与人的融合，将人与技术的双重逻辑交织互嵌，通过

这种方式，使技术叠加生物体的界面，打破实体社会网络与虚拟信息网络的屏障，即时

性地穿越在分属不同网络中的各个系统中（孙玮，2018）。“沉浸时代”人们与新闻的

接触方式不再局限于肉眼观看，化为身体的体验和感受，全息化、直播态的新闻产品将

成为主流。视频化依然会成为5G时代主导的内容取向，短视频和网络直播仍然将继续兴

盛，全景VR直播、Vlog等新样态在日常新闻报道中的占比也会日益增大。

（二）生态性平台：形成垄断的关键因素

5G时代是万物皆媒的时代，传媒业必须思考如何将自己打造成一个更为完整的信息

系统，使多元的传播主体（人和智能设备）在新系统中和谐共生，构造一个生态性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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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这种变化的最终目标，就是希望通过集聚的力量，推动媒体融合的纵深发展，将内

容建设的根本与技术的支撑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符合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和

全效媒体的要求。

这种变化是用户习惯决定的。根据2019年的一项定量研究显示，5G时代传统媒体

的衰落比我们预想得要快得多。人们每天获取新闻信息的媒体从高到低依次是微信群

（75.25%）、抖音（39.02%）、今日头条（26.61%）、微博（20.03%）；人们获取新闻

信息的终端绝大多数来自智能手机（99.82）；遇到舆情热点事件，人们也主要依赖微

信群（65.21%）、抖音（33.02%）、微博（25.13%）、今日头条（23.72%）四大渠道获

取。此外，对传统媒体来说更为致命的是，“微信群”因为属于强联系传播，用户对其

新闻信息的信任度极高，70.25%的信任度大大超过了纸媒（15.61%）和电视（17.58%）

（匡文波，2019）。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到，5G用户的碎片化时间已经被既有的平台型媒体所占据，对于

传媒业来说，必须要持续深化媒体融合的国家战略，通过整合的力量实现信息内容、技

术应用、终端平台和管理手段的共融互通。目前来看，对于传媒业来说，能够形成生态

性平台的可能有以下三种：

第一，以中央权威媒体和部分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省部级媒体，发挥平台优势和资金

优势，对2G、3G时代发展势头良好的网站等进行联合重组，目标是尽可能集聚中间阶层

这一网络主力军。目前，上报集团正在进行这样创新性的改革。2020年5月29日，上海

报业集团与东方网宣布联合重组，实现上海主要新媒体资源向同一平台集聚。作为媒体

融合向纵深发展的创新实践，可以视为是打造生态性媒体的重要实践。上报集团自2014

年重组以来，凭借上观新闻、澎湃新闻和界面新闻等新媒体品牌，成功实现新媒体用户

4.5亿的覆盖；而东方网的业务涵盖新闻发布、舆论交互、数字政务、技术运营等多领

域，并在人工智能分发、算法技术的新兴业务上发展迅猛（施晨露，2020）。强强联合

的背后是优势媒体资源在5G技术时代锻造新型主流媒体的重要转型。

第二，以地方广电为基础的县级融媒体加快垂直整合。目前融媒体建设存在“单

兵扩散”和“云端共联”两种模式，前者主要以当地广播电视台为基础，地方宣传部门

推动对当地所有的媒体资源进行整合，并探索政务、便民服务与媒体的融合，典型案例

就是长兴融媒体建设模式；后者是指将区县资源融入高层级媒体的“融媒体云”，如浙

报集团“浙江媒体云”、江西日报社“赣鄱云”、湖南日报社的“新湖南云”等（朱春

阳、曾培伦，2018）。从目前来看，中国广电由于具有5G商用牌照的政策优势，“单兵

扩散”模式可能凭借政策利好，进一步带动垂直方向的整合。因为5G带来的更高层级网

络速率使得视频的长度也会从如今短视频向中长视频迈进，但另一方面也提出了更高难

度的资源协同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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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党媒与民营媒体的头部力量通过平台嵌套的方式互相弥补短板，实现双赢。

从2G到4G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传媒业的变革在驱动下存在滞后性，虽然有边界突破的

可能，但并未占据主导。相较之下，总有民营媒体能够在第一时间把握技术特点，形成

新的平台。如果两者不能实现嵌套发展的话，对于党媒来说将始终被技术甩在后面，对

于民营媒体来说，则可能因为游离在制度之外而增加政策沟通成本；若两者能有机结

合，对党媒来说，其目标是坚持融合，凝聚中间阶层和本地用户，提升社会沟通能力和

效果为优先；对民营媒体来说，其目标是突出品牌，坚持创新，实际上是双赢的过程。

六、讨论与结论

克莱·舍基在《人人时代》中指出，互联网并非是在旧的生态系统里引入新的竞

争者，而是创造了一个新的生态系统。在全新的生态系统中，传媒业从机械复制时代的

垄断性内容生产转而成为PGC（专业生产内容）、UGC（用户生产内容）、MGC（机器生

产内容）的融合局面，这是媒介形态变化和技术赋权带来的必然结果（克莱·舍基，

2015：50）。

对于传媒业来说，2G到5G各个阶段的技术特征所带来的区分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

面：第一，传播速率提升带来内容形态变化，从图文并茂到视频化主导；第二，技术门

槛带来网络主体人群的结构性变化，从中间阶层到“三低人群”再回归到中间阶层；第

三，网络技术的“去中心—再中心化”过程重塑了传播格局中的权力关系，传媒业从垄

断性的中心地位回归到普通中介（即节点位置），但又因为中国传媒业所肩负的政治使

命，使其必须要凝结网络主要群体，重新成为关键节点。

然而，2G到5G时代的变革历程中，传媒业对于技术影响的深入思考，是由传播格局

变化所激发的。这种定势思维使传媒业的变革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主要表现为一味强调

多媒体资源整合，以传者为中心，忽视了网络主体人群的切身诉求。直到“媒体融合”

国家战略的提出，传媒业才开始重新理解技术驱动下媒介形态变化和社会形态变化，转

向以“用户为中心”，再造融合性平台，并且意识到只有打造完整的信息生产系统，才

能凝聚网络主体人群。

虽然中国传媒业的变革走了一个弯路，但这个弯路也让传媒业能够更加深刻地理

解麦克卢汉在20世纪60年代的精准预言：媒介（亦名为人的延伸）是一种“使事情所以

然”的动因，而不是“使人知其然”的动因。如果不能把握媒介形态对人的重塑作用，

创新内容生产方式，回应网络主体人群的诉求，传媒业在平台化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再

次处于下风（麦克卢汉，2000：82）。

与此同时，传媒业仍有一个经典问题尚未解决：即技术驱动下，传媒业的现行管理

制度如何自洽？因为互联网诞生之初就是去中心化的，而“再中心化”的结果受到多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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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2]

[3]

[4]

[5]

[6]

2000年，新浪网正式获得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批准的刊载新闻业务资格，成为中国民营商业网站中获此许可的第一家。

1993年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出版单位的主办单位和主管单位职责的暂行规定》，明确主管单位在中央应是部级

（含副部级）以上单位；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应是厅（局）级以上单位；在自治州、涉县的市和省、自治区设立的

行政公署，应是局（处）级以上单位；在县级行政区域，应是县（处）级领导机关。同时，《规定》明确，主管单

位、主办单位与出版单位之间必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不能是挂靠与被挂靠的关系。因此，限制了非国有资本从

事新闻出版活动。

2002年5月，新闻出版总署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的实施细则》，在

不得介入编辑业务的前提下允许试点报业集团可以项目合作的方式吸纳国有企事业单位资本。

2003年12月31日，国务院颁发了《文化体制改革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定》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经营性文化事

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规定》，进一步明确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等重要新闻媒体在确保国家绝对控股的前提下，

允许吸收社会资本。

根据200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信息产业部发布的《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综合性非新闻单位

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的宗旨及规章制度；

（二）有必要的新闻编辑机构、资金、设备及场所；（三）有具有相关新闻工作经验和中级以上新闻专业技术职务资

格的专职新闻编辑负责人，并有相应数量的具有中级以上新闻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专职新闻编辑人员；（四）从事登

载中央新闻单位、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新闻单位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直属新闻单位发布的新闻的业务，应当同上

述有关新闻单位签订协议，并将协议副本报主办单位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备案。

MAGIC是MGC机器生产内容和AI人工智能的结合。

素影响，不受行政级别制约。因此，5G时代必须直面的问题是，如何对传媒业的管理制度

进行优化，避免重复投入、资源浪费、低效生产，使传媒业的改革能够更平衡更充分。

参考文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杨保军.论作为宏观新闻规律的“技术主导律”[J].国际新闻界,2019(8),第108-134页.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理查德·卡维尔编,何道宽译.指向未来的麦克卢汉：媒介论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

社,2016.

[美]林文刚编,何道宽译.媒介环境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丁未.新媒体与赋权：一种实践性的社会研究[J].国际新闻界,2009(10),第76-81页.

殷晓蓉.杜威进步主义传播思想初探[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第28-33页.

Castells, M. "Communication Power and Counter-power in the Networked Socie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 
(2007):238-266.
[丹]克劳斯·布鲁恩·延森著,刘君译.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

社,2019.

Broersma, M., and Peters, C. "Introduction:Rethinking Journalism: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a Public Good." 
Rethinking Journalism:Trust and Participation in a Transformed News Landscape. Eds. Peters, C., and Broersma, M., New 
York: Routledge, 2013:1-12.
陈红梅.社会与技术共构：美国新闻业的十年危机与转型[J].新闻记者,2018(4),第43-62页.

隋岩,曹飞.论群体传播时代的莅临[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第139-147页.

谢静.经由传播而组织——一种动态的组织传播观[J].新闻大学,2011(4),第112-118页,第144页.

李良荣.新闻学概论（第六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张志安,吴涛.互联网与中国新闻业的重构——以结构、生产、公共性为维度的研究[J].现代传播,2016(1),第44-50页.

彭兰.未来传媒生态：消失的边界与重构的版图[J].现代传播,2017(1),第8-14页,第29页.

张志安.数字新闻业研究：生态、路径和范式[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S1),第90-92页.

方师师.算法机制背后的新闻价值观——围绕“Facebook偏见门”事件的研究[J].新闻记者,2016(9),第39-50页.

郭雅静.论中国新闻传媒业的混合所有制[J].新闻大学,2017(3),第8-14页,第27页,第146页.



66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曾培伦.技术、制度与效率：中国传媒改革背景下的“媒介融合”[D].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11.

刘艳娥.中国传媒体制改革新论——一种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民主分权理论范式[J].中州学刊,2014(5),第167-172页.

柳旭波.传媒体制改革的制度经济学分析[J].新闻界,2006(2),第16-17页.

孙玮.“我们是谁”：大众媒介对于新社会运动的集体认同感建构——厦门PX项目事件大众媒介报道的个案研究[J].

新闻大学,2007(3),第140-148页.

李良荣.从单元走向多元——中国传媒业的结构调整和结构转型[J].新闻大学,2006(2),第1-10页.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

hlwxzbg/201201/P020120709345264469680.pdf.

郭平,祁涛,陈建平.新媒体与新闻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新闻传媒与社会发展论坛·2007”综述[J].新闻界,2007(5),

第3-4页.

郜书锴.全媒体时代我国报业的数字化转型[D].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10.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课题组,刘光牛.中国传媒全媒体发展研究报告[J].科技传播,2010(4),第81-87页.

田勇.全媒体运营：报业转型的选择——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的全媒体实践[J].新闻与写作,2009(7),第8-10页.

胡泳.众声喧哗[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李良荣,郑雯,张盛.网络群体性事件爆发机理：“传播属性”与“事件属性”双重建模研究——基于195个案例的定性

比较分析（QCA）[J].现代传播,2013(2),第25-34页.

李良荣,郑雯.论新传播革命——“新传播革命”研究之二[J].现代传播,2012(4),第34-38页,第65页.

喻国明.2012—2013年媒体官方微博发展报告[J].新闻与写作,2013(12),第78-81页.

中宣部新闻局资料中心.中国新闻界“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综述[A].中国新闻年鉴[Z].北京:中国新闻年鉴社,2012.

孙玮.微信：中国人的“在世存有”[J].学术月刊,2015(12),第5-18页.

习近平.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EB/OL]. http://media.people.com.cn/n/2014/0818/c120837-25489622.

html.

刘奇葆.推进媒体深度融合 打造新型主流媒体[N].人民日报,2017-01-11(6).

陈国权.中国媒体“中央厨房”发展报告[J].新闻记者,2018(1),第50-62页.

喻国明,张超,李珊,包路冶,张诗诺.“个人被激活”的时代：互联网逻辑下传播生态的重构——关于“互联网是一种

高维媒介”观点的延伸探讨[J].现代传播,2015(5),第1-4页.

朱春阳.全媒体视野下新型主流媒体传播效果评价的创新路径[J].新闻界,2019(12),第11-16页.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6年中国互联网新闻市场研究报告[EB/OL]. http://www.cnnic.cn/hlwfzyj/hlwxzbg/

mtbg/201701/P020170112309068736023.pdf.

李良荣,郭雅静.三足鼎立下的网络媒体的态势及其治理之策[J].国际新闻界,2019(10),第6-22页.

潘一凡.众媒时代：多元的媒介新生态[J].新闻大学,2017(3),第34-38页,第148页.

李曼玲.传媒智能化趋势下的新闻生产研究[D].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硕士论文,2017.

耿磊.机器人写稿的现状与前景[J].新闻战线,2018(1),第43-46页.

傅丕毅,陈毅华.MGC机器生产内容+AI人工智能的化学反应——“媒体大脑”在新闻智能生产领域的迭代探索[J].中国

记者,2018(7),第30-32页.

李沁.沉浸媒介：重新定义媒介概念的内涵和外延[J].国际新闻界,2017(8),第115-139页.

孙玮.赛博人：后人类时代的媒介融合[J].新闻记者,2018(6),第4-11页.

匡文波.5G时代中国网民新闻阅读习惯的量化研究[J].新闻与写作,2019(12),第72-78页.

施晨露.上海报业集团东方网联合重组[N].解放日报,2020-05-30(3).

朱春阳,曾培伦.“单兵扩散”与“云端共联”：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基本路径比较分析[J].新闻与写作,2018(12),第

25-31页.

[美]克莱·舍基著,胡泳,沈满琳译.人人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23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s a discipline" and "the future trajectory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practitioners".
[Keywords] journalism schools; journalism education; liberal arts education; educational 
reform;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51　From 2G to 5G: Technology-driven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Media Industry

·  LI Liang-rong,  XIN Yan-yan
[Abstrac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plays a fundamental role in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media industry. Since the birth of the Internet, the media industry 
has not only to be faced with challenges of new media forms, but also to the empowered 
main groups. In this paper, it is indicated that the biggest change of concept is that the 
media industry turns content production transformation with the 'communicator-cen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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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nly way to unite the main groups on the internet through a complet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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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Business News and China News were taken to the "Mixed Court" by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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